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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燕山山脈文化的消長關係。第五章探討西周中期以降

在渭河上游與西漢水谷地形成最遙遠的西疆，呈現出寺

窪文化與非寺窪文化共存的動態關係，並且探討西周中

後期秦文化在眾多文化之中異軍突起的過程。

本書總結，依照政治與文化的穩定性，西周王朝的

北疆可以區別為：（一）局勢穩定的「內疆」—汾水下

游與西寶雞地區；（二）衝突前線的「外疆」—涇水上

游；以及（三）周人試圖開拓的邊疆—西漢水與渭河上

游地區。隨著周王朝與北方文化的消長，北疆游移於上

述三種模式之間，展現出多變的政治與文化面貌。身處

北疆的人群也體現出文化接觸的四種模式：（一）文化融

合；（二）文化交雜；（三）文化體驗；以及（四）文化

延續。多樣的文化接觸模式也進一步體現出在身分建構過

程中，個人、性別、階層以及族群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綜上所述，本書不只對於考古材料進行了完整的收

集，更展現出作者對於物質材料的細膩分析。在方法論

層面上，「以物見人」的方法為西周不同時段與區域的

歷史動態提供微觀視角，更呈現出大一統王朝內部尚有

紛繁而多樣的世界，彼此的接觸與交流並非「同化」一

詞所能概括，而是具有多種影響因素與互動模式。這些

認識對於深受大一統史觀影響的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界自

有啟發意義，對於世界史的帝國邊疆研究亦有比較研究

之價值。（雷晉豪，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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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作者孫世倫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博士，

現為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助理教授。本書

以海外華人為主體，以時間序列為線索，自 1911 年晚

清鼠疫的爆發至二戰前後生物醫學的引入與重建，展現

出不同社會環境下中國生物醫學由流散走向相對聚集的

發展態勢，利用來自三大洲的豐富檔案討論海外華人對

20 世紀中國醫學的塑造和對現代中國生物醫學發展之重

要性。本書開篇以延安為例，具體描述了戰時中國軍隊

嚴重的醫療困境，顯示出醫療救助需要空前迫切。而散

居海外的華僑精英利用自身的人際網路與教育背景，為

醫學實踐獲取資金支持、物資救助以及專業醫療理論和

技術，同時基於戰時空間特徵將現代生物醫學進行調整

與改造，對於戰時

救助乃至中國生物

醫學的長足發展具

有難以言喻的關鍵作用。

本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五章。第一章透過伍連

德、林文慶、林可勝等三位早期指導者的醫學實踐為主

題，追溯了海外華人醫師在中國生物醫學發展的國際策

略。這些活動在戰前中國促進了生物醫學組織的聯合、

醫學實踐的多樣化，以及科學研討會的召開和醫學生的

培養。面對國內外二戰形勢的不斷加劇，精英主義的實

驗室醫學不再適合具體的戰時需要，引起第二章生物醫

學的軍事化轉變。本章通過詳述位於中國西南的紅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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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救援隊所開展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醫療救援，展現了

戰時軍事醫學的跨政治性與可移動性，為前線大量平民

與士兵提供及時有效的醫療救助。與此同時，為進一步

適應中國的戰時條件，第三章說明美、加籍華人在昆明

建立了中國第一座血庫，藉由創造性地改造從美國引進

的血庫技術，在戰時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極大程度發揮了

捐血行為的經濟價值，緩解中國民眾對於血液捐贈的文

化禁忌，提高血庫的接受範圍與應用效力。第四章通

過闡述緊急醫療服務培訓學校（EMSTS）的歷史，探

索戰時中國軍事醫學教育的政治性。EMSTS 作為醫學

教育機構不僅促進了醫務人員數量的大幅擴張，也滿足

了戰時醫療實踐的大量需要。而隨後發生在聯華救濟會

（United China Relief）與學校創辦人林可勝之間的領導

權博弈，也揭示了依賴美國資助的不穩定性。伴隨著二

戰結束，海外華人又因國內兩黨內戰的不斷升級而逐漸

分化，為戰後兩岸醫學的重建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第五章即介紹了林可勝是如何通過合併中國的競爭醫療

機構、徵用戰後日本留下的資源、飛往美國尋求捐贈者

和盟友等方式以維持生物醫學中心的生存。

戰前海外華人領導下的知識應用與制度建設，很大

程度上借鑑了西方生物醫學，這也是這一群體的海外教

育背景所決定的結果。而伴隨著二戰爆發與軍事醫學的

引進，原本精英式、基於城市的實驗室生物醫學逐漸轉

向流動的、基於實地的適應性戰時醫學實踐，表明了海

外華人將醫療大規模引入戰爭前線的決心。軍事生物醫

學的新方法，不僅具有在戰時中國背景下挽救數百萬生

命的醫學實績，也為當地引進了有計劃的訓練制度、專

業教育機構與醫學課程等客觀資源。與此同時，這種全

民醫療和國家醫學理念的價值觀更為 1949 年後的海峽

兩岸留下了重要遺產。

總而言之，本書角度新穎，史料翔實，通過追蹤海

外華僑的戰時醫學貢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西方

醫療援助勢力的關注範圍，挑戰了世界歷史書寫中歐洲

中心主義的霸權，並將目光從精英醫療體系的分析，轉

移至軍事醫學及鄉村醫療等鮮少受到重視的話題，將生

物醫學發展進程與政治動蕩相結合進行敘述分析，可謂

全球醫療史領域的新突破。正當我們面臨著 21 世紀一

場空前絕後的流行瘟疫之際，這項研究更提供了有力的

歷史啟示與教訓，並提示我們現代國家醫學的發展必然

與全球醫學實踐有著不可或缺的緊密聯繫。（毛可欣，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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